
评论大陆香港深度

台港“支语警察”辩论，与“华语”的标准化和生命力

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是语言的生命力，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语言的孱弱和残缺？

“支语警察”网上图片。

注：本文讨论的“中文”和“华语”等概念，或不符合中港台三地任何一地之约定俗成用法，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过去几周，安装试用了 Meta 推出的新社交平台 Threads 的两岸三地与海外华人用户，都很难不被一场网民大辩论吸引眼球，那就是“支语警察”引发的“港
台大战”。

这场大战发源于一些 Threads 用户对台湾汉语官话（台湾称为“华语”或“中文”）环境中“中国用语渗透”的担忧。这些用户用“支语”来简称或蔑称“中国用
语”。

有人贴文说，台湾人越来越多在口语中使用了“支语”，而非台湾用语——比如帽衫是台湾用语，卫衣是“支语”；比如手提包是台湾用语，手袋是“支语”；忧
郁症是台湾用语，抑郁症是“支语”，等等，并鄙夷这些“支语”不好听，或不文雅。

很快，就有香港用户在相关贴文下留言，不解为何港人说的“手袋”和“抑郁症”也要遭到鄙夷，并质疑这些用户对台湾用语和“支语”的二分过于狭隘。随著越
来越多关于警惕“支语”的串文出现，Threads 上港人群体对“支语警察”的嘲讽和批评也相应激增，演变为一场港台语言文化辩论。

虽然 Threads 是新兴平台，用户群或许更多是某些同温层或同龄群体，未必可以简单用以代表台湾/香港，其上有关“支语”的讨论也无法代表主流观点。但
这些讨论中，涉及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还罕有地为香港人的语言习惯和对语言的认识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从而这些辩论或许能为我们思考“华语”和“中文”

到底是什么，思考它的标准化和语言的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思考语言和政治、母语和通用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提供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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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语警察”在台湾讨论区恶搞的游戏王卡牌。图： PTT讨论区

“中国用语”和“台湾华语”，标准语和网络语言

在网上，一些“支语警察”们的发言带著强烈焦虑。他们认为，“中国用语”属于一种“敌国语言”，它的渗透是广义的中国统战的一部分，会影响台湾人的文化
认同，从而令台湾人丧失自身的认同，最终被纳入中国的统一剧本。

但细究“中国用语”的性质，这一议题上有一些在讨论前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

其一是，中国大陆的标准汉语（普通话）和台湾的标准汉语之间，至少在官方标准意义上的区别非常细微，两者都脱胎于1920年代以北京话（北平口音）为
基础的“新国音”中华民国国语。而今天的台湾华语和中国大陆普通话最大的差别，恐怕来自于口语口音和一小部分语法结构。而这些差异化的定型，恐怕是
在1990年代之后才逐渐确立——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听1970、80年代的两岸新闻播报的话，更是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其二是，如今被列举为“支语”的用法，很多都不是中国官方标准的普通话，而是新词汇、“方言”或网络用语。比如“立马”、“走心”、“老铁”、“爱咋咋地”

等，是通过影音平台进入主流的东北方言词汇；比如“颜值”、“干饭”、“小姐姐”等，是近年来创造的网上流行词汇；至于被讨论最多的“软件”、“视频”等，
虽然本质是专业领域词汇，亦是互联网时代所创造；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支语”可以算是小红书、淘宝和 TikTok 语言。

其三是，作为网络语言的新词不太存在“取代”台湾用语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没有相关用法；而担心被取代的台湾用语，比如“影片”、“品质”，多为书面的、
正式的用语——甚至这里还有尴尬，如有网民认为“主办方”是“支语”，而“主办单位”是台湾用法，却没有意识到同样在注重“单位”的党国体制下，“主办单
位”也是中国大陆的正式用法。再进一步说，台湾华语中长期发展出来的，和本地语言融合的词汇与语法，被何种语言影响，与被何种语言取代，是两种不同
的、其内部也可分出几种层次的问题。



2024年1月19日，台北，市民在眺望台北 101 大楼。摄：Louise Delmotte/AP/达志影像

这样的现象，其实又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虽然有一套标准化的现代汉语规则，也强制在全国推行，多年来为了推广标准普通话，对非标准汉语的语言/方言不断被打压，甚至近年在新疆、
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采取了包含侵犯人权行为的语推广政策言（如新疆用“再教育”的方式强制培训普通话），但尽管如此，中国人日常使用的语言的标准
化程度，还是远远未到口音、语法、用词一致的地步，不同地区的“普通话”差异更是巨大。

比如，台湾所说的标准汉语（华语）口语其实已经有了较为趋同的口音模式，但在中国大陆，各地口音仍然是五花八门，而且不同省份和地区，事实上可以
说是产生了不同的普通话和本地语言融合的变体（比如东北话，四川普通话、湖南普通话、“沪普”、“广普”、新疆口音汉语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变体不
仅是口音差别，也反映出背后的地方语言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普通话“一统天下”在短期内仍不可能——尽管普通话一致挤压对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生存，但后两者的弱势也引起关注。而除却民间保育运动外，新出现的旅
游热潮、地方“特色”经济，也让地方语言得到一定资源。从而，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中国依旧可以被视为一个拥有大量多语人士的社会。或许可以说，这
样的多语交流环境，才是现代中国大陆的汉语仍然不断可以创造新词，并向台湾在内的华人世界不断输出的内在动力。

其次，台湾华语虽然已经拥有自身的独立发展轨迹，并且也慢慢开始定型，成为有语法和发音规则可循的、和台语（台湾闽南话）等其他语言融合的北京官
话的一种固定变体，但是，台湾标准汉语的官方定义，仍然保持著党国时代的规则，目前为止还没有变成官方的“标准台湾华语规则”，换句话说，现代标准
汉语在台湾已经演化为了“台湾华语”，但“台湾华语”尚未有对语言标准化而言尤为重要的官方标准。然而，经历了党国时代，“现代标准汉语”的标准化思
维，又常给人带来语言要追求一致的“标准语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standard language）。这种标准化意识形态和实际语言规则变迁、社会多元化
之间的张力和焦虑，或是“支语警察”问题本身的一种驱动力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语言学角度看，用“台湾华语标准语”去阻挡“中国用语”恐怕难有什么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上文所述，“中国用语”并不是中国大陆
标准汉语的外溢，而是其创造新词的迁移；另一方面是，根据许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新词汇的习得并不是像看电视那样，模仿大众传播里出现的语言，而
是在日常生活中和自身所在的社群交流实现的。这也符合在台湾讨论“支语”时常出现的对年轻一代语言变迁的讨论：社群的交流和使用，在语言流变中扮演
的角色异常重要。以学校教学式的方式强调标准语，和新语言传播的逻辑其实是两条轨道。



2023年2月5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子在购物中心内拍摄灯笼。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香港中文”进入论战：港人语言文化的独特意义

这次 Threads 上“支语警察”的论战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港人下场参与，甚至，部分网民对“中文”的理解，触发了一些港人的愤怒和身分认同，最后甚
至变成了广东话的 pride show（骄傲展示）。

香港和澳门的语言环境，可以说是和台海两岸截然不同。排开澳门珍贵的克里奥尔语遗产，香港的广东话，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现代汉语系语言中的一颗遗珠
——香港粤语拥有两岸现代标准汉语之外唯一大规模通行的、可以用用全汉字的书写系统。而调转方向，现代香港用广东话教授中文的教育，也使得港人能
够用广东话（粤语）自然地阅读中文——只要是文言或现代标准汉语书写的文字，香港人就基本可以逐字一一对应用广东话读音朗读（就算不符合广东话语
法），这是当今其他汉语系语言，因为种种历史原因，都难以做到的。

也正因为如此，香港人在台湾常遇到的文化冲击之一就是可能会被问到“你会不会中文？”或是突然评价说“你中文很好”。此时香港人往往会莫名其妙：广东
话就是中文呀！因为中文写的所有东西，我们用广东话都可以读——可以逐字读，也可以改成符合广东话的语法和用词读。但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都
很难想像这件事。甚至，随著多年的普通话教育，广东省的广东话母语者，也很少能做到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中文”在香港人的语言世界中并没有和广东话完全对立起来。而现代标准汉语在台湾则拥有一种较为晦暗不明的身分。它被视为一种外来政权语
言，和原住民族语言与早期的外来语言（闽南话、客语）相区别。也因如此，另外这些语言被理解为“母语”，而“中文”、“华语”成为“非母语”。另一方面，
现代标准汉语在台湾的实践结果，又成为“支语警察”们眼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文化身分，甚至要以“反支语”的形式去保护和守卫。这其中的矛盾，或许值得更
多讨论。

在“支语警察”辩论中，很多港人已经指出，中国大陆的日常用语中如今有大量香港传入的广东话词汇，比如“的士”、“八卦”、“外卖”“拍拖”、“派对”、“贴
士”等等，其中还不乏香港直接以粤语发音音译的英文词汇。这时候或许值得指出的是，港人对“母语”的理解，能够为打破语言标准化和纯洁化的迷思，提供
一种新的思考。对港人而言，“两文三语”（书写中文、英文；说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的既成事实中，“母语”本身就是一种混杂物——香港文化学者周蕾
（Rey Chow）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对殖民地而言“恢复母语”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恢复一种纯净的、未被污染的语言吗？在香港的“两文三语”例子
中，“母语”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不断流动的概念——毕竟港人的广东话也带有那么多的英文单词。

广东话和港人的语言状态，更生动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常常强调的一个“反常识”，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的常态是：一个普通人同时会好几种
语言，日常的语言也有混杂的特质，语言和文字也并非一一对应。

这种自然的语言状态，在近现代被民族国家的单一语言想像和建设下被视为落后的，不标准的。但21世纪了，我们是否认为“标准语”要像经典的民族主义者
的思路那样，足够纯净才有意义和价值？“支语”辩论背后，香港语言景观的混杂，仍然能为华人世界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辩论给出思想资源。



2018年5月4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到一间中学出席活动前，与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对话，并接收请愿信。杨润雄指并无打算改变两文
三语的政策。摄：端传媒

华语、民族国家和帝国

在中国影响力的背景下，就华语、华人这些概念，文学研究者史书美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家黄锦树曾有一系列隔空论战。他们二人的一大分歧是：史书美强
调21世纪初对中国崛起带有的霸权意味，从而回溯性地批判历史上的中国对外移民上，强调“中文”和“中国人”的政治属性乃至对外殖民属性；黄锦树则从马
来西亚华人的历史经验角度，认为这种霸权批判本身忽略了历史语境，甚至放在南洋的语境下，完全可以服务于种族清洗的论调。

“支语”的焦虑和论辩，其实也体现出类似于如上论战的问题面，更共享一些基本预设上的分歧和困难。

对“支语”的警惕有这样一个前设：现代标准汉语作为一种“中国国语”已经大力推行到成为民族国家语言。因而，凡是从中国大陆输出的中文，就或多或少是
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符号载体。

然而，这里不得不处理的“房间里的大象”是，中国本身的国家性质是什么？台湾人或许会更容易代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反攻大陆”时代建构的想像：中国
是一个强调“炎黄子孙”血统属性、以标准现代汉语为母语的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的对台宣传也一直在用这样的民族主义语言。反过来，对中国的批判者则强
调多元性乃至中国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进而产生出包括刘仲敬“姨学”在内的“解体论”推论来。

反常识的现实或许是：无论带有多少现实中国家力量的助推或宣传，“中国用语”的传播力，中国网络语言和新语言的生命力，都如前文所言，基于中国语言
地景的多元性，基于现代标准汉语仍然没有大一统的现实，基于地区分野、民族语言、地区方言/语言和口音的混融。这里恰恰反映出，由这种“杂种”属性衍
生出的“文化输出”能力和文化生命力，要远超标准文化产品和标准语言的对外影响力。

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影响力常常不是一回事。在语言上尤其如此：中国越不是强行大一统，中文就越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对外的文化影响力就会越强，这种基
于多元的影响力是很难抗拒的。但也恰恰是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真的像许多民族主义者想像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内部由汉族和标准汉语“大
一统”的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尤其是文化上对台湾和海外华人地区的影响，就必然会丧失能量，变得乏善可陈。

无论我们持有何种政治观点或民族立场，无论我们希望语言的社会体现是什么样貌，我们都值得想想，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否是可以混为一谈
的同一件事情？而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是语言的生命力，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语言的孱弱和残缺？





2017年7月2日，中国北京，市民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香港回归中国 20 周年展览时摆姿势拍照。摄：Andy Wong/AP/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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